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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与发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总体运思

李金铮
(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中国当代社会史亦称中国现代社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是研究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

社会发展变化及其规律的一门学问。它既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支，也是中国社会史的分支，还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分支，也

可说是研究方法和视角，相互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当代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所有历史，不

仅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也包括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多元化

的，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外，还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整体史观和相关学科理论的借鉴。资料来源也是多样化，

既有文献资料，也包括实物资料、视觉资料等，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文献、口述资料和文学资料。中国当代社会史

尚处于初级阶段，应“专通并举”，相互促进，既应着力于具体研究，在学习和借鉴已有成功论著的基础上前进，又要努力

构建较为合理的中国当代社会通史体系，明确其研究内容、历史分期、基本线索等。这一任务非一蹴可就，须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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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具体的历史研究总是先于某一历史领

域或历史学科的形成，中国当代史( 或称中国现代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也是如此。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分别成立于 1990、1992 年，大致

标志着中国当代史学科的形成，但事实上，从新中国成

立以后它就开始受到关注、记录和思考，如今这些文献

大多已成为中国当代史研究的珍贵资料。而真正严格

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主要还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尤其

是 1990 年代以后。
与中国古、近代史相比，中国当代史距离今天最

近，无疑是非常年轻的学科。而在此学科之中，中国当

代社会史又是最为年轻与薄弱的领域。尽管如此，与

之相关的研究一直在进行，且已有学者开始自觉从学

科建设角度不断提倡。中国社会史复兴的开拓者冯尔

康于 1987 年发表文章指出，历史学一定要遵循厚今薄

古的原则加强现代史的研究。社会史研究要更多地从

现实出发，而与现实联系最紧密的是近现代社会问题，

故建设社会史学必然会强调近现代史研究。故可以

说，开展社会史研究会促进史学研究重点从古代向近

现代的转移
［1］( P16)。

但也许是任何学科的发展都是政治、经济史先行，

中国当代史学者对此并无多少反应①。直到 2001 年，

杨凤城才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是断代性质的全史，

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写社会和普通人的活动。在目

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中，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

层面上的活动研究颇多，而对社会活动和状况的研究

则明显薄弱。并指出，只有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中，才

能写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全貌
［2］。2007 年，田居

俭首次发表关于加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专门论

文，他指出，业已出版的社会史著作，不仅没有一部权

威性的中国当代社会史，而且没有一部包括中国当代

社会史的中国社会通史。无论从中国通史的一个断代

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的角度审视，还是从中国正在

经历并将长期经历的一个社会形态史( 社会主义史) 的

角度审视，中国当代社会史都是一个必须填补的空白

区域
［3］。此文可以说吹响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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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笔者曾发表过《中国现代社会史研究刍议》( 1998 年4 月10 日《光明日报》) ，虽然文中仍以传统的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立论，针对社会史研究主要

集中在中国古代、中国近代，呼吁加强中国现代社会史的研究，与现在的中国现代或当代并非同一时间概念，但就方法论而言，仍基本上是适用的。



角。而后，姚力发表了更加全面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

究方法论的论文①，行龙强调将社会史角度引入中国现

当代史研究
［4］。2010 年，当代中国研究所还成立了专

门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机构———社会史研究室。此

外，专题性的中国当代社会史学术研讨会也陆续召开，

如“集体化时代的中国农村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 山

西太原)、“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现状与学科体系学

术研讨会”( 安徽芜湖)、“新中国社会变迁与当代社会

史研究”( 河北保定) 等。诸此都表明，中国当代社会史

作为一个专门领域或学科正在形成之中。在此过程

中，笔者认为，相关学者一方面应继续进行具体问题的

研究，另一方面应该从学科建设角度积极参与讨论，尽

早明晰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概念、学科属性、研究对象与

研究方法，以促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稳步发展。
与 1980 年代中期中国社会史开始复兴时相比，现在讨

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方法论问题，显然是方便多了。
中国社会史复兴以来的三十年间，无论是理论方法还

是具体研究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些成果为中国当

代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板。当然，有的问

题还争而未决，我们仍要从中国当代社会史的角度进

行讨论; 有的方面，虽然道理相似，但内容有别，不可完

全拷贝，须体现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时代特征。对于以

上问题，笔者略陈管见。

一、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概念、
学科属性与研究对象

中国当代社会史，也可称为中国现代社会史或中

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如作笼统地表述，它是研究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展

变化及其规律的一门学问。可见，中国当代社会史具

有学科性质。之所以如此，可从两个角度解释:

第一，从历史学的时间概念理解。
中国新史学的先驱梁启超说，历史含继续性，本不

可分，因为总史不易研究，才分为若干时代，时代的专

史就是从前所谓断代为史
［5］( P190)。1949 年以来的中国

史，如上所述具体研究早已开展，但直至 2011 年，在国

务院和教育部颁布的最新学科目录中，才开始有了明

确的学科定位，即属于中国史一级学科下属的二级学

科，称为中国现代史。而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史

( 1919—1949 年) ，已经正式被划为中国近代史( 1840—
1949 年) 的一部分。就此意义而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

社会史应为中国史学二级学科中国现代史的分支，称

为中国现代社会史最为恰当。但由于传统意义上的中

国现代史概念还不可能很快消失，故称中国当代社会

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也无不可。
对 1949 年以来的中国历史，近来有学者提出了一

种新看法，认为它是中国近代史的一部分，原因是中国

近代史的特征就是近，故不仅包括 1840—1949 年的历

史，也包括 1949 年以来的历史②。这样一来，所谓的中

国当代史或中国现代史竟归属中国近代史了。此说是

否正确，有待讨论。笔者认为，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
现代，不仅是一个时间概念，也是反映社会形态的概

念。1949 年以来与 1840—1949 年为不同的社会形态，

不宜混淆。此外，就时间而言，近代、现代是一个变动

概念，几百年之后，现在所说的近代、现代是否还能称

之为近代、现代，是大可疑问的。不过，如果从国家政

权更替的角度进行时期的划分，则是永远不变的，比如

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史，到什么时候都可以存在③。
第二，从社会史的概念理解。
如果社会史是一门独立的学科或历史学的分支，

那么，中国当代社会史可以说是社会史学的分支，或者

是中国历史学分支的分支。
学术界对社会史的学科定位一直存有歧义。其中

有三种意见最具代表性: 一种是专史，就是与其他政治

史、经济史、文化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史相并列的学

科; 另一种是通史，即反映历史全貌的历史; 还有一种

是社会史不能构成学科，其原因或者是社会史与其他

专史的内容多有交叉和重复，很难有独立性，或者是社

会史只是指整体史的研究范式或研究视角。笔者不赞

同通史说，因为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没有区别; 也不

同意所谓内容交叉而学科很难成立说，因为几乎所有

的现代学科都存在一定内容的交叉，但这并不影响学

科的独立性。至于专史说和范式说，则各有其道理，并

非截然对立。任何学科包括专史，也可以说是一种研

究范式或研究视角。社会史就既可以说是专门史，也

可以说是从社会史视角认识历史的一种方法，还可进

一步说是从整体史观认识历史的一种方法。但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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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参见姚力《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 年第1 期)、《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视野与问题意识》(《中共党史研

究》2011 年第1 期)。
参见姜涛《近代史就是要近》( 载徐秀丽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第85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20 世纪上半期《中国

近代史》的一些编者就是类似的思路，他们一般将近代史的下限截至他们生活或距离他们很近的时代。按此逻辑，姜涛的看法也许是有道理的，但问题

是如何确定“上限”?
除上述看法之外，还有学者将1970 年代末作为中国当代史的开端。参见谢晖《当代中国的乡民社会、乡规民约及其遭遇》( 载衣俊卿主编《社会

历史理论的微观视域》下，第 688 页，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则不一定成立，整体史观不能说仅仅限于社会史，而是

适用于所有历史学科。所以，专史说最为合理，中国当

代社会史应该是专史社会史的分支①。
此外，社会史也是社会学者、人类学者研究的重要

内容。从这两个学科本身而言，社会史作为社会学、人
类学的分支也未尝不可。正如经济史，既可以作为历

史学的分支，也可以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只是研究视角

有所不同和区别罢了。作为历史学者，自然是偏向于

从历史学、从社会史角度看待中国当代社会史的学科

属性。
再谈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
笔者认为，中国当代社会史与整个社会史研究的

对象应该是一致的。问题是，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对象，

学术界同样未达成共识。即便同持专史说，也有不同

的理解。如有的学者指出，社会史是以人们的群体生

活与生活方式为研究对象，以社会结构、社会组织、人
口、社区、物质与精神生活习俗为研究范围; 有的学者

认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包括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
会功能和社会制度、社会变迁; 还有的学者认为，社会

史研究日常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凡与此

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社会群体、社会组织、社会问题

等等，都属于社会史的研究范围。而持通史说、范式说

的学者又认为，社会史研究无法脱离政治、经济、文化

等领域，故其研究对象应是历史的全部。有的当代史

学者也试图提出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对象的看法，认

为当代社会史系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生活与社

会管理的变化过程及其规律，与上述说法有所不同
［6］。

无论对学科属性，还是研究对象，之所以众说纷

纭，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史和其他学科相互渗透、边界模

糊、难以界定有关。譬如，有的学者认为，社会史与政

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专史的内容有部分重合，但侧

重各有不同，像家庭、婚姻、社团的历史只能归属于社

会史，而无法归属于其他学科; 有的学者指出，政治史、
经济史等专史中属于社会生活、社会关系者是社会史

研究的内容，但比如赋役制度、职官制度、商业贸易、交
通运输、教育制度等就不是社会史所能涵盖的，它们纯

粹是政治史、经济史、教育史的内容。但在笔者看来，

家庭、婚姻和社团同样可以归到文化史、经济史之列，

而赋役制度、商业贸易、交通运输也很难说就一定不能

归到社会史范围。还有，经济史就不是社会史研究的

对象了吗? 回顾社会史学的奠基者———年鉴学派产生

的历史，他们开始研究的主要就是经济史。可见，试图

将社会史内容与其他专史严格地区别开来，是非常困

难乃至不可能的。这种难以划分和区别，也正成为有

的学者反对社会史作为一门学科的理由。
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社会史与其他专

史之间划定一个清晰有别的内容范围，而是要弄清社

会史的特质是什么? 社会史与传统史学最根本的区

别，是与国家史、精英史相对的民间性和民众性，社会

史研究的是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历史。这一点，不

论在西方社会史还是中国社会史学界，不论对社会史

的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有何争议，都是一个普遍的倾

向。而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社会史，就不仅仅包括

社会构成、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等以前所谓社会史的内

容，也包括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
简单地说，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一切历史都是社会史

研究的对象。这一界定，与现在所谓社会史的通史说、
专史说和范式说都有所不同。因为通史说、范式说都

不是专指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 尽管后者可能以此为

主) ，专史说则不包括政治、经济等内容( 尽管声称有联

系)。在此基础上，以上所谓家庭、婚姻、社团、交通运

输、商业贸易、教育制度是否属于社会史的争论，就可

迎刃而解，即只要发生在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之中，就

属于社会史的研究对象。
有了以上讨论，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就很

清楚了，它是研究 1949 年 10 月以来中国民间社会和普

通民众的总体史。至于其具体研究内容，则异常丰富，

可进一步详细分类，无须赘举。笔者同意“社会史一向

以多多益善为原则”［7］( P174)。社会史研究的过程，也就

是不断地挖掘历史内容、由未知到已知的过程。近年

来，历史学尤其是社会史学界掀起“碎片化”的讨论。
的确，一些研究缺乏宏观史学的关怀，但过于夸大也可

能不利于史学的发展。其实，我们现在仍然缺乏高质

量的具体研究、碎片研究。没有碎片，何来整体? 对一

个仍在孕育过程中的中国当代社会史而言，更是如此。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不警惕“碎片化”。倒是有一点应

该提醒，随着时代的变化，中国当代社会史有了许多过

去不曾有过的新内容，比如土地改革、私有制的社会主

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文化大革命”、农
业生产责任制、信息社会、网络社会等等，在普通民众

也都有突出表现，最值得关注和探索。

二、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历史研究与理论、方法的关联，是无须多加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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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年鉴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布罗代尔强调，历史学可被分为众多的专科，如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艺术史、思想史、科学史、技术史等等( 参见布罗

代尔《15 至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 2 卷，第500—501 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年版)。可见，社会史可作为专史。



的。历史学家谭其骧说，做历史研究工作若拿工业生

产作譬喻，那么资料就是工业原料，理论就是生产工

具
［8］。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理论与方法的指导，资料仍

然是一堆资料，几无学术研究可言。
理论和研究方法对社会史尤为重要，社会史的价

值绝不是仅仅在于研究领域的扩大，更是因为理论和

方法的变革。对于扩大了的领域和课题，如果仍只是

用传统思维进行研究，并不能称之为真正严格意义上

的社会史研究。
由于社会史所涉内容包罗万象，其研究理论与方

法无疑是多元化、多样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

导历史研究，是历史研究的应有之义。马克思、恩格斯

本来就是社会史研究的先行者，其《资本论》、《德意志

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家庭私有制

和国家的起源》等，都关涉到社会史的理论与方法。即

便是欧洲年鉴学派，也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力

量
［9］( P261)。有的学者还强调，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

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无疑，它既属于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指针，与中

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有不可或缺的联系。除此以外，笔

者想强调的还有三个方面:“自下而上”的研究视角、整
体史观和借鉴相关学科理论，这几个方面与以上史观

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
第一，“自下而上”的视角是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立

场。
无论是西方社会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中国

社会史学，其最突出的特征是民间性和民众性。而这

一特质，均来源于对传统史学只注重政府、精英、重大

事件的不满。以中国传统史学为例，政治制度史、精英

思想史、重大事件史几乎代替了整个社会的历史，这就

是 20 世纪初梁启超所提出的，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

家。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家谱而已; 知有个体而

不知有群体。历史者，英雄之舞台也，舍英雄几无历

史
［10］( P279)。也正因为此，“史家的眼光始终是‘自上而

上’或‘自上而下’的，即使当他们偶尔关注普通人的历

史时，那也已是精英历史的附属、延续或残余，或是不

自觉地居高临下地审视它，而不是设身处地地同情理

解它”［11］( P2)。迄今，该思维方式在中国史学界尤其是

中国当代史、中共党史领域仍有极大统治力，中国当代

史几乎成了领袖思想、党和国家重大决策及其执行的

事件史，鲜有集中研究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内容。
强调社会史视角正是力求纠正这一弊端，以“自下

而上”的立场研究历史。正如有的学者以集体化时代

中国农村社会为例所强调的，研究这个时代的历史，就

是要给基层农村和广大农民更多的关注，从农村和农

民的角度，“理解的同情”出发，站在地下看天上，站在

地方看中央，上下贯通，左右相连，整体地全面地了解

和认识这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在高度政治化的“集体

化时代”，基层农村社会和亿万农民仍有其自身的生存

环境及生活方式，大势所趋的汹涌波涛底下仍会有潜

流或暗流的涌动，全面地、完整地、系统地看待历史，

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的基本诉求，亦是我们更

加全面地完整地认识这个时代的基本出发点
［4］。

当然，“自下而上”并非完全替代“自上而下”。中

国自古以来，国家总是支配和决定着普通民众的命运。
在中国当代，更可见到国家塑造的巨大力量。所以，

“自上而下”的国家视角对认识中国历史仍有其方法论

价值。由此，笔者认为，极端地偏向任何一方都不符合

历史事实，从国家政权与社会的上下互动做双向探讨

也许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只是因为社会史是研究民间

社会、普通民众的历史，自然是以下层视角为主。
第二，整体史观是社会史学者的根本追求。
笔者所理解的整体史理念主要包括三个层次，首

先，不断挖掘和扩大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内容，逐渐

向着中国当代社会总体史逼近，此一道理前面已述，此

不赘。另两个层次对社会史研究更具指导意义，也可

避免就事论事的“碎片化”现象。
一是以整体史观指导具体研究。其中又有两个含

义: 其一是将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具体对象置于大

的整体史之中，即注重研究对象与其他现象之间的联

系、当代社会现象与古代、近代社会现象的长时段比

较。恩格斯曾批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看到一个一

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它只见树木，不

见森林”［12］( P389)。其二是以小见大，以具体研究反映中

国当代史的宏大问题意识。表面看，社会史的研究对

象似乎与宏大历史问题相对立，实际上并非不关注宏

大历史问题，只是视角不同，它是“自下而上”，以民间

社会、普通民众的立场来反映和认识中国当代史的宏

大问题。对此，梁启超曾有过阐述: 历史之一大秘密，

乃在于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

共性? 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

人之个性
［5］( P136) ? 另外，宏大问题还可从中国现实社会

存在的重大问题来理解，也就是说，“历史学家以当代

人们所关心的重大事情为出发点，去重新思考过去的

某些重要方面”［13］( P35)。而民众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往

往是与其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也是当代中国社会矛盾

最为突出或集中的问题。
二是宏观史学是整体史的最高目标。它又包括两

个方面: 其一是全面、综合、系统的研究，也就是对历史

的各个方面要加以综合考察。譬如，中国当代一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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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社会史、中国当代社会通史都能反映全面、综合、
系统的研究特征。其二是重视理论思考，从民间社会、
普通民众的视角探讨中国当代历史的命运和规律。需

要注意的是，历史思考应该是批判性的，历史思考不等

于维护和注解既有的理论模式，更不是附和意识形态。
必须承认，近些年简单的个案描述较多，对历史理论的

思考极其缺乏，理论贡献委实鲜见。
第三，借鉴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是社会史学者

的必备工具。
社会史内容几乎包括民间社会、普通民众历史的

全部，从而也就决定了社会史研究对其他学科知识、理
论和方法的依赖。正如英国历史学家辛西亚·海伊所

指出的，历史学须仰赖其他学科提供理论或结构。没

有外在的支撑，历史学看起来就好像是一个缺乏钢骨

的世界。历史学家无法自行归纳出理论结构，而必须

从其他学科输入。在科学面前，历史的地位本质上是

寄生式的
［14］( P27)。相关学科的范围极其广阔，几乎囊括

了所有人文社会科学门类，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
经济学、文化学、人口学、语言文学、心理学、教育学、法
学等。只有借助这些相关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才

能对社会史现象作深入分析。比如，研究民众的生活

水平，可利用恩格尔系数作分析，由此改进模糊的定性

描述。
但在学习和借鉴的同时，需要注意几个问题: 一是

防止社会史学的社会科学化。社会科学化就是抽调历

史的具体形式，变成了社会科学式的分析，历史学失去

自我，沦为社会科学的附庸。二是防止“见社会不见

人”。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史，易陷于

结构分析和总括模式，从而忽略了人的表现。正如费

孝通所说的:“没有充分注意具体的人在发展中怎样思

想，怎样感觉，怎样打算。我虽然看到现在的农民饱食

暖衣，居处宽敞。生活舒适了。我也用了他们收入的

增长来表示他们生活变化的速度。但是他们的思想和

感情，忧虑和满足，追求和希望都没有说清楚。原因是

我的注意力还是在社会变化而忽视了相应的人的变

化。”［15］
三是防止社会科学理论的僵化。社会史研究

不仅是运用已有的社会科学理论，还要通过具体的历

史研究对其进行修正和发展，真正提供有价值的理论

贡献。

三、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资料发掘

如前所述，历史资料就如工业生产的原料，没有原

料的生产是不可想象的。历史学家傅斯年有一名言:

“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

不出货。”［16］( P181)
陈寅恪也指出:“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

清楚了，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

的。”［17］( P26—27)
年鉴学派第一代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更

点出了历史学的宿命:“历史学家永远是自己资料的奴

隶。”［18］( P6—7)

凡属认真的历史学者，都将“竭泽而渔”视为搜集

资料的根本法则。尽管如此，谁也不敢说自己已经找

到了所有能收集到的证据，只是尽了最大努力而已。
中国当代社会史与整个历史学一样，资料类型是

多元的，既有文献资料，也有实物资料，还有视觉资料、
口述资料等。与古代、近代相比，当代史资料的搜集有

优势也有劣势。优势有两点: 一是由于距今较近，无论

是报刊资料、档案资料还是民间文献，保存数量都较

多; 二是亲身经历者大多仍在世，便于调查。不利之处

也有两点: 一是有一些官方档案还未解密①; 二是历史

资料受政治意识形态影响，正确解读有较大难度。于

此，笔者仅侧重谈民间文献、口述资料和文学资料。
民间文献，也就是收藏于民间的文献，包括契约、

文件、族谱、账簿、信函、日记、笔记、碑刻等，与社会史关

系最为密切。这些资料处于散落状态，消失越来越多，

亟待抢救。近些年来，历史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史民

间文献的搜集，以山西大学、南开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

的成就最为突出。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在

行龙教授的率领下，师生“走向田野与社会”，在山西各

地已搜集到一百余个村的民间文献，总量达数千万件，

内容包括各类账册，从中央到生产小队的各类文书，各

种个人与家庭档案，各类宜传类资料，以及各类票证

等，已成为迄今规模最大的集体化时代民间文献中

心
［4］。他们利用这批资料编写出版了《阅档读史———

北方农村的集体化时代》(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版) ，反映了北方农村集体化时期的历史变化与社会面

貌。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张思教授与他的学

生也一直致力于当代华北乡村民间文献的搜集，已获

得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邯郸市临漳县与山西省晋

城市阳城县三个村落的档案文书，以及河北省邢台县

前白岸公社党委书记乔钦起的工作笔记。数量虽远不

及山西大学，但每个村庄的资料数量庞大，内容丰富、
连贯，仅侯家营村文书的目录索引就编出三十余万字。
以上山西大学、南开大学所收集的资料，均受到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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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需要说明的是，当代史早期档案尤其是地方档案馆收藏档案，能够利用的越来越多。如曹树基领导的团队在上海、江苏、浙江、河南、安徽、云南、
山东、江西等8 个省、市的50 多个县( 市) ，完成了约100 万页1950 年代县级档案的收集。参见曹树基《1950 年代调查中所见中国近代社会》( 载徐秀丽

主编《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可能走向》，第272—276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版)。



学者的高度关注，期待整理出版，嘉惠学林。华东师范

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将搜集范围扩大到整个城乡，

整理出版了《中国当代民间史料集刊》系列，管见所及

已有《河北冀县门庄公社门庄大队档案》、《师院图书馆

会议记录》、《物资局整风鸣放材料》、《茶厂 1957 年整

风大字报》、《花岭大队表格》等。据笔者所知，河北大

学亦有学者搜集了不少日记、笔记、文书资料。
口述史料，是历史学者通过访问当事人而形成的

资料，内容鲜活生动，具有补充文献资料的功能。与当

代民间文献相比，抢救口述史料更时不我待。如果说

民间文献也许还能继续存留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而当事人很快就会过去，一个老人就好比是一座图书

馆，一旦过去，保存在他们身上的历史记忆就永远消失

了。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

做了口述访谈和整理工作，涉及土地改革、抗美援朝、
反右运动、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农村妇

女、插队知青、赤脚医生、工农兵学员、农业生产责任制

等。譬如，孙立萍主编的《口述大寨史———150 位大寨

人说大寨》( 南方日报出版社 2008 年版) ，就是由山西

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对一百五十位大寨人

进行的实地访谈，重现了大寨村从 1947 年互助组开始

到 2007 年六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囊括了大寨的村政、经
济、文化以及村容村貌、乡风民俗的方方面面，反映了

大寨由普通到辉煌再回到寂静的过程以及大寨人自强

不息的精神。又如，张凯宇主编的《从赤脚医生到乡村

医生》(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是云南医学院健

康研究所与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的学者对云南、山东

等地 40 余位曾任赤脚医生的进行访谈，再现了赤脚医

生的个人经历、家庭状况、生活环境、工作负担、社会角

色以及与村干部、群众、患者的关系等。当然，就总体

来看，口述史界主要还是集中于名人和重大事件的访

谈，而对普通民众的访谈仍然较少。而且，从事者大多

未受过口述史学的正规训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口述

资料的质量。
无论是民间文献还是口述资料的搜集，田野调查

都是最重要的方法。同时，田野调查既是一种手段，更

是一种态度和精神。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满腔的热

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

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

不好 的。不 了 解 这 一 点，就 不 能 得 到 起 码 的 知

识。”［19］( P790)

文学史料，是将文学作品用于历史研究的资料，包

括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显然，从文学作品中不能

找到真实的历史人物在具体时空中的言论与行为，但

如果想从中了解那个时代的风土民情、社会心态、日常

生活乃至民众参与政治、军事、经济活动的表现，则必

有所获，而这正是社会史研究需要的资料。如《创业

史》、《艳阳天》、《金光大道》等，都是描写中国农村合作

化曲折历史的作品，反映了贫下中农、地主、富农对合

作化的不同认识和复杂关系。以现在的眼光衡量，这

些作品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痕迹，但基本上还是反映

了集体化时代的农村面貌，可以作为研究这一时期社

会史的史料。值得注意的是，与官方和私人有意识的

记载史料不同，文学作品是无意记载的史料，一般故意

作伪的可能性较小。在此意义上，胡适认为:“杂记与

小说皆无意于造史料，故其言最有史料价值，远胜于官

书。”①史学大师陈寅恪以唐诗证史，宋史学者利用《三

言二拍》研究宋代市民的生活和思想意识，明清史学者

利用《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等研究明清时

代的社会面相，无疑都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有着重

要的借鉴价值。所以，不能不说，中国当代社会史学者

对文学作品的资料价值重视很不够，用之于研究者则

更少。
综上所述作一概括: 中国当代社会史是研究 1949

年 10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社会发展变化

及其规律的一门学问。它既是中国现代史的分支，也

是中国社会史的分支，还是社会学、人类学的分支，同

时也可说是研究方法和视角。其研究对象是中国当代

民间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所有历史，不仅包括社会构成、
社会生活、社会关系，也包括民间社会、普通民众的政

治、经济、文化等。其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多元化的，

除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外，还强调“自下而上”的

视角、整体史观和借鉴相关学科理论。资料来源也是

多样化，既有文献资料，也有实物资料、视觉资料等，其

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民间文献、口述资料和文学资料。
以上认识，都为了一个目的，即推动中国当代社会史研

究的全面发展。当然，其中有一些观点对整个社会史

的研究也许是有益的。此外，笔者还想补充的是，中国

当代社会史尚处于初级阶段，应“专通并举”，相互促

进。一方面，应着力于具体研究，在学习和借鉴已有成

功论著的基础上前进。譬如，欧美学者勒华·拉迪里

的《蒙塔尤》、卡罗·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探讨了中

世纪法国、意大利的乡村社会生活，皆为“以小见大”的

典范之作。中国当代农村社会史研究也有值得关注的

专著，如爱德华·弗里德曼等《中国乡村: 社会主义国

家》、陈佩华等《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 毛邓体制下的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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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转引自阿风《徽州文书与明清中国女性史研究》( 载李小江等《历史、史学与性别》，第77 页，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



村》、李怀印《乡村中国纪事: 集体化和改革的微观历

程》、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 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

情、家庭与亲密关系》等，都探讨了中国当代乡村社会

的发展与变化。相比而言，中国当代城市社会史的研

究较少，但也有可以推介之作，如金大陆的专著《非常

与正常———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论文有张济

顺《上海里弄: 基层政治动员与国家社会一体化走向

( 1950—1955)》、王笛《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

成———1950 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

的改造和处理》等。与此同时，还要努力构建比较合理

的中国当代社会通史体系，明确其研究内容、历史分

期、基本线索等①。这一任务非一蹴可就，须逐步完善。
可以相信，中国当代史尤其是当代社会史是中国史学

界一片最有潜力的沃土，只要辛勤耕耘，开拓创新，就

一定能结出累累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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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 and Development: General Tendency of Researches of Social History
LI Jin － zheng

( School of History，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 The soci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es the social development，changes and rule，

whose research objects include social formation，social life，social relationship，folk society as well as
politics，economics and culture of the commoners． Its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ory are diverse，such as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e angle of " from above to below"，complete view of history and relative theory．
The sources of materials are also diverse，including physical information，visual information，folk litera-
ture，oral information and literary informati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is in the initial
stage，so special history and general history are both needed to promote each other，forming a proper sys-
tem of soci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Research contents，historical division，basic clue and so on
should be made clear，which will be improved gradually．
Key Words: soci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reference and development;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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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学纵横 ◆

①此文写完后，笔者看到2012 年3 月16 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报道的一条消息，即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张静如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 五卷

本) 出版座谈会，这应当是首部较为全面地反映中国当代社会史的著作。


